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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

工商綜合港之公共政策觀點

──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的應用

魯炳炎*

摘　　要

我國的工業專用港之發展始於一九九○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通過，允

許民間業者投資建設工業專用港。該條例第四十八條除了對於工業專用港

或工業專用碼頭之規劃建設、管理、經營及安全等準用商港法的規定，還

在二○○二年元月三十日條文修正增列第二項「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得將工

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之管理，委託商港管理機關辦理」。在二○○三

年八月，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建議政府將桃園縣觀塘工業專用港改建成

為國際商港，不僅得到桃園縣政府的支持，經濟部工業局也研商將整合桃

園縣境沿海的大園、觀音、桃園科技、觀塘、以及大潭等五個工業區成為

桃園臨海工業區，並利用區內的觀塘港進出原料及貨物，從而引發工業專

用港開放商用、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之政策議題的討論。

本文擬先行介紹我國主要港埠以及工業專用港的發展現況，以及工業

專用港的設置緣由，並在論述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爭議焦點之後，隨即

探討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的公共政策理論之相關研究文獻，並據以對於工

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政策議題進行理論分析，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做為

未來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政策的參考，同時還提出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

的建議做為結語。

關鍵詞：工業專用港、工商綜合港、國際商港、政策網絡、政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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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世界各國的港埠發展，由於國情的不同，地理環境的差異，發展條件的有別，

以及受到政治體系不同程度的影響和干預，造成各國港埠開發管理制度也呈現相當

程度的多元面貌（Goss, 1990）。長久以來，台灣地區的港埠建設一直都是依據商

港法由政府統籌規劃、設計、興建、營運、管理等工作，但卻由此衍生出港埠作業

效率低落、碼頭工人與港務局關係模糊不明、以及港埠費率偏高等問題，使得港埠

競爭力無法與亞太主要國際港埠，如香港和新加坡競爭，公辦公營的港埠發展也因

而受到民辦民營趨勢的挑戰，鼓勵民辦民營的工業專用港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產生。

台灣地區各港埠的整體規劃都是由各港務局依據本身業務發展及對未來的展

望，而擬定各港埠的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其間雖然也有考量到國際海運與台

灣經濟的發展趨勢，但終究是難以避免各自的本位主義，以本身的港埠為中心，各

自為政。此外，由於政府沒有明確而總體的港埠發展政策，由交通部主管的國際商

港、國內商港，由經濟部主管的工業專用港，由國防部主管的軍港，乃至於由交通

部觀光局、內政部營建署及縣市政府主管的遊艇港，以及主管機關依規劃和管理維

護權責不同而分為四類的漁港等等，致使各港埠競分有限的貨源，國家資源投注在

重複的港埠建設，不僅不利於各區域的港埠整體規劃和建設，也造成我國主要國際

港埠的競爭力無法全面提升。

我國的工業專用港之發展始於一九九○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通過，允許民間業

者投資建設工業專用港。該條例第四十八條除了對於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之

規劃建設、管理、經營及安全等準用商港法的規定，還在二○○二年元月三十日條

文修正增列第二項「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得將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之管理，委

託商港管理機關辦理」，而這也引發產官學界對於由國際商港管理機關取代工業主

管機關管理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以及目前的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轉型改

制為工商綜合港可行性研究之興趣。

特別是在二○○三年八月，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建議政府將桃園縣觀塘工業

專用港改建成為國際商港，不僅得到桃園縣政府的支持，經濟部工業局也研商將整

合桃園縣境沿海的大園、觀音、桃園科技、觀塘、以及大潭等五個工業區成為桃園

臨海工業區，並利用區內的觀塘港進出原料及貨物（曾憲文，2003/08/21）。尤有

甚者，到二○○三年年底時，台塑在雲林縣的麥寮工業專用港全年貨物吞吐量將可

能超越台中港，經濟部並希望能將麥寮工業專用港改制為工商綜合港等種種情勢的

發展，都使得工業專用港與現有國際商港之間的競合關係逐漸凸顯出來，而這也是

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要議題。

事實上，這項政策議題的探討是其來有自，在二○○一年六月所舉辦「全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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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會議」海上運輸分組的討論子題六之議題就是：「商港與工業專用港之整合與分

工」（王慶福，2001）。在此之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也有一項從二○○二年五月

至二○○三年三月為期近一年的研究，1 其主題為「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之研究」，

惟運研所運輸工程組的該研究計畫截至二○○三年八月底止仍未出版發行。

本文擬先行介紹我國主要港埠與工業專用港的發展現況，以及工業專用港的設

置緣由，並在論述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爭議焦點之後，隨即探討政策網絡與政策

變遷的公共政策理論之相關研究文獻，並據以對於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政策議題

進行理論分析，同時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做為未來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政策的參

考。

貳、台灣地區港埠發展現況

目前台灣地區除了高雄港、台中港、基隆港、花蓮港等四個國際港埠，以及淡

水、安平、蘇澳等輔助港，布袋國內商港以外，一九九○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通過

後，允許民間業者投資興建工業專用港（交通部運研所，1999: 2-14），各公民營

事業單位陸續推動雲林離島工業區專用港、麥寮工業專用港、七股工業專用港、和

平（水泥）工業專用港、觀音工業專用港、及桃園北部工業接收站（亞太港）等計

畫。

台灣地區各港埠的開發時間及發展條件各有不同，目前發展規模的差異性也很

大，其中以高雄港的條件最佳，例如：水域面積最大、碼頭航道水深最深、2 泊地

面積最大及碼頭數量最多等等。原本高雄港一枝獨秀的狀況，隨著各港埠的陸續發

展而有所改變，特別是進入一九九○年代後期，以前都是由公辦公營的港埠規劃、

興建及營運，在逐步引進民間資金的台北港及工業專用港的相繼興建完成，台灣地

區各個區域多個港埠參與船貨服務的局面已然形成。

根據交通部運研所的委託研究計畫，3 從台灣地區各國際商港的優勢、弱勢、

機會及威脅之量化模式結果得知，高雄港具備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內部環境的相對優

勢，故適合發展成為樞紐港（Hub Port），而台中港和基隆港則因為在外部環境面

臨其他港埠的威脅，在內部環境也相對處於弱勢，所以適合扮演集貨港（Feeder
Port）的角色，而花蓮港則被定位為環島航運主要據點及東部水泥和礦石之主要出

口港（中華顧問工程司，2000: 4-40）。該報告基於各港埠的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

                                             
1

此處之資料來源係來自交通部運研所之網站http://www.iot.gov.tw/chinese/main/part5/e.htm
（2003/8/31）。

2
但目前麥寮工業專用港的水深 24 公尺，為台灣地區航道最深的港埠。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台灣地區整體國際港

埠發展相關課題之研究，本文此處所引述係來自其 2000 年 8 月的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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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4 對於台灣地區各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定位所提出的建議表如表 1 所示。

表 1：台灣地區各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定位建議表

港 埠 目 前 發 展 定 位 未 來 發 展 定 位 建 議

高雄港 全國性國際商港；海運轉運中心—遠洋

航線轉運中心；境外航運中心—服務大

陸地區轉口貨櫃；高附加價值的營運特

區。

兩岸直航港口—服務大陸地區轉口貨

櫃；結合觀光和親水功能之高附加價值

營運特區的國際港埠；全國性國際商

港；海運轉運中心—遠洋航線轉運中

心；境外航運中心—服務大陸地區轉口

貨櫃。

安平港 發展成為高雄港的輔助港；分擔南部地

區散雜貨運量之裝卸港。

台中港 環島航運中心據點；大宗散貨進口

港；中部貨櫃進出口港；海運轉運中心

輔助港；區域性加工再出口及物流之後

勤網路中心；兩岸航運主要進出港。

同左。

台北港 發展成為基隆港之輔助港；分擔北部地

區散雜貨運量；提供有限船席靠泊大型

貨櫃船。

北部地區遠洋貨櫃主航線之作業基

地；北部地區大宗散貨（油品、水泥及

砂石）之主要進口及儲運中心；環島航

運主要港埠；進口導向型之港灣物流中

心。

基隆港 承擔北部地區貨源之主要商港；海運轉

運中心之輔助港—高價值貨物進出口

港；以貨櫃為主，散貨為輔。

環島航運之樞紐港；兩岸直航港口；承

擔北部地區貨源之主要商港；海運轉運

中心之輔助港—高價值貨物進出口港。

蘇澳港 以散雜貨為主要營運目標；發展為基隆

港之輔助港。

發展成為基隆港之輔助港；承擔宜蘭地

區貨物之裝卸港。

花蓮港 台灣東部主要國際商港；環島航運主要

據點，環島航運佔總吞吐量一半以上；

東部水泥和礦石之主要出口港（兩者佔

總出口量幾近 99%）。

結合觀光和親水功能之東部主要國際

港埠；環島航運主要據點；東部水泥和

礦石之主要出口港。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著，2000 年 8 月，台灣地區整體國際港

埠發展相關課題之研究（期末報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委

託，第 4-40 頁。

                                             
4

這些計畫包括：高雄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1999 年 12 月；台中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

展計畫，1997 年 8 月；台北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1999 年 4 月；基隆港整體規劃及

未來發展計畫，1997 年 12 月；蘇澳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1999 年 12 月；花蓮港整

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199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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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視的是，台北港未來對於高雄港的衝擊不容忽視。根據經建會的規劃（陳

明琴，2002: 17-19），台北港進港的貨櫃船型將由 5000 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20 呎標準貨櫃）提高到 8000 TEU，預計二○○六年（民國九十五年）完工，

而其第一貨櫃中心的碼頭也將從原本的六席增加到七席，並將分兩階段擴建南邊碼

頭區，該中心的興建將會成為台灣地區最現代化的遠洋貨櫃基地，並可以大幅減少

「北櫃南運」的成本支出，同時還能夠因應貨櫃船大型化的趨勢，增強港埠的國際

競爭力。雖然高雄集國際商港、重工業與製造業基地、經濟腹地以及貨櫃集散場於

一身，然而，政府在台北港積極的政策作為對於高雄港的未來發展，卻會形成莫大

的潛在競爭威脅。

參、台灣地區工業專用港發展現況

一、工業專用港設置緣由

自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我國工業區的區位逐漸由都市地區及其週邊之農地，

轉移到河川旁的邊際土地及海岸區，例如：六堵工業區等，而從七十年代第一次世

界能源危機之後，為了籌設我國的重化工業及石油基地，乃有開發彰濱工業區之

議，但因為當時經濟不景氣，政府從而暫緩開發（陳世圯等人，2002）。然而近年

來，我國產業發展走向資本密集化、廠房大型化、技術專業化，上中下游關聯產業

整合之趨勢，由於大型的基礎產業經常要進出大宗物資及產品，台灣地區的國際商

港已經不敷需求，而且如果必須要配合運輸走廊輸送帶或陸運系統運至廠區，則因

港埠至廠區的距離過長，容易造成內陸運輸的衝擊，從而使得運輸成本大增，不符

合經濟效益，於是遂有在工業區內興辦因應工業業者經營需要，設置工業專用港或

工業專用碼頭之議。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正式施行，該條例是因當時的獎勵投

資條例即將廢止失效而接續制定（陳建興，2003: 31-37），而第三十條條文對於

工業專用港有基本的規範，其後該條例歷經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

以及二○○二年的修正，第五章「工業區之設置」第三十七條至四十九條等條文清

楚的建構出明確規範。其中，第四十八條除了對於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之規

劃建設、管理、經營及安全等準用商港法的規定，還在二○○二年元月三十日條文

修正增列第二項「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得將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之管理，委託

商港管理機關辦理」。

綜合整理以上工業專用港設置之緣起可以分為兩類（王慶褔，2001；陳世圯等

人，2002；陳建興，2003）：第一，工業區廠商所使用的原料、半成品、成品更容

易進出口，因而發展出工業區與工業專用港同時開發的型態；第二，政府有鑒於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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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礎工業區因鄰近都市繁榮發展而逐漸與之毗連，其所產生的工業污染問題因而

造成嚴重的環保糾紛，加以地價日益高漲，所以政府積極推動開發海浦新生地，並

規劃廣大面積的離島工業區，將環保抗爭較少的海岸地區闢建成為基礎工程基地。

二、工業專用港發展現況

目前我國工業專用港已經興建完成者為麥寮及和平兩港，而核定通過且正在進

行施工者則有觀塘工業專用港，其他工業區諸如大觀、濱南、以及彰濱等雖有規劃

設置的構想，但其條件相對較不成熟。表 2 係針對麥寮、和平及觀塘三個主要的工

業專用港，就其地理區位、臨近工業區、港區面積、航道水深、容納最大船型、船

席、年營運量以及主要貨種等八個方面進行比較。5

如表 2 所示，麥寮工業專用港是國內首座由企業興建的港埠，也是全國航道最

深的港埠，水深達 24 公尺，得以容納 26 萬噸級的油輪進出港區，比起和平工業專

用港的八萬噸級煤輪，或是觀塘工業專用港的 16 萬立方級液化天然氣貨輪來說，

麥寮可容納船型的龐大使其具備成國際商港或工商綜合港的潛力十分雄厚。此外，

麥寮港內水域面積廣達 515 公頃，陸域面積 104 公頃，也比和平的 88 公頃水域、

71 公頃陸域要來得更為廣闊。

三個港埠所能夠容納的船席也有很大的不同，麥寮港可容納的碼頭設施有三十

席，包括二十席專用碼頭及十席公用碼頭。和平港終期規劃可容納九席（和平工業

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其中包括四席的水泥專用碼頭，初期五席已經

完成，另有四席仍未施工（王慶褔，2001）。此外，觀塘港則預定有十席的容量，

且其中包括六席的備用擴建碼頭。

若比較三個港埠的主要貨種則是各有不同，麥寮港是以原油、成品油、煤以及

化學品等大宗散貨，和平港以水泥與煤為其主要貨種，而觀塘港則是以液化天然氣

為其主要貨種。而三個港埠所規劃的年營運量也有很大的差異，觀塘港初期及遠期

規劃的營運量只有 390萬公噸及 690萬公噸，和平港初期規劃 905萬公噸的營運量，

第一期營運量為 1,078 萬公噸，第二期營運量 2,050 萬公噸，未來花蓮縣和宜蘭縣

的水泥生產量則逾台灣水泥總產量的二分之一（陳建興，2003）。而麥寮港的第一

期營運量達 6,000 萬公噸，近乎是台中港和基隆港的總和，而遠期規劃更高達 8,000
萬公噸，將成為台灣地區僅次於高雄港的第二大港埠。

麥寮工業專用港的籌建過程從一九九三年七月核准設置，一九九四年四月動

工，一九九八年完工試營運，至二○○一年三月一日正式開始營運，隨著台塑六輕

及相關計畫的投產進度必將同步成長。而和平工業專用港的規劃期於一九九四年五

                                             
5

主要參考交通部運研所（1999）；王慶褔（2001）；陳世圯等人（2003）；以及和平工業

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主要架構係來自陳世圯、馮正民及涂維穗（2003）之

文獻，再經過筆者輔以其他資料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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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第一期施工自一九九七年十月開始至今，第二期工程則視將

來工業區開發的實際需求而定，其預定的營運期則為二○○三年第三季（陳建興，

2003）。此外，觀塘工業專用港是由該公司與經濟部工業局在二○○○年七月簽定

投資興建協議書，並於同年十一月獲得行政院核定，該港於二○○一年五月開工興

建，預計二○○四年九月第一座儲槽可以完工試運轉，第二座及第三座則於二○○

五年完工，全港則預計二○○八年興建完工。

表 2：台灣地區主要工業專用港比較表

麥寮工業專用港 和平工業專用港 觀塘工業專用港

地 理 區 位 雲林麥寮最南端，北

接濁水溪南側，南臨

新虎尾溪口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

村，和平溪出海口南

側

觀塘工業區桃園縣

觀音鄉塘尾、大潭之

沿海

臨 近 工 業 區 雲林離島基礎工業

區

花蓮和平工業區 桃園觀塘工業區

港 區 面 積 1,597 公頃 159 公頃 944 公頃

航 道 水 深 24 公尺 16 公尺 19 公尺

可容納最大船型 26 萬噸級油輪 8 萬噸級煤輪 16 萬立方級大型液

化天然氣貨輪

船 席 30 席（專用碼頭 20

席；公用碼頭 10

席）

9 席 10 席（液化天然氣

與石油氣各一席，冷

能利用原物料船 2

席，備用擴建碼頭 6

席）

年 營 運 量 第一期：6,000 萬噸

遠　期：8,000 萬噸

初　期：905 萬噸

第二期：1,078 萬噸

第三期：2,050 萬噸

初　期：390 萬噸

遠　期：690 萬噸

主 要 貨 種 原油、成品油、煤、

化學品等大宗散貨

水泥、煤 液化天然氣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999）、王慶褔（2001）、陳世圯等人

（2003）以及和平工業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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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之爭議焦點

依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設計規範，工業專用港的運量應該來自於臨近工業區所生

產的運量，才不致於會攫取到工業區外的運量，從而對於現有港埠的衝擊就降到最

低的程度。王慶褔（2001）就認為，麥寮工業專用港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雲林離島基

礎工業區，進出港埠的貨物是以原油、成品油、化學品、以及相關的工業原料為主，

這些貨物種類與台中港貨源重疊的部份主要是化學品的部份，但因為工廠所需要的

原料與成品之海運需求受到工業專用港專用目的之限制，工業區外的廠商不得使用

之，也因此，台中港可能受到的影響就顯得微乎其微，除非原來是由台中港進出的

化學品因為工廠遷移到麥寮工業區而改由麥寮港進出，但由於目前麥寮六輕廠進駐

的廠商多屬台塑集團的企業體，故影響不大。

但是魯炳炎（2003）則認為，由台塑集團投資的麥寮工業專用港，東一區 260
多公頃的土地可以做為自由貿易港區的腹地，如未來再開發東二區的 280 公頃的土

地，則其腹地將超過 500 公頃（陳明琴，2002: 18），而且該港航道水深、碼頭設

施、港區週邊區域遼闊，以及未來潛在的運載能量等等，如果麥寮工業專用港未來

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或是改建成為國際商港，則對於台中港與高雄港的長期發展

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衝擊。特別是麥寮工業專用港二○○二年的吞吐量約 3,400 萬公

噸，仍低於台中港的 4,300 萬公噸，然而二○○三年一月至七月麥寮港比去年同期

成長 30%，預計全年可望達到 4,400 萬公噸，若台中港仍呈現持平，則麥寮港的營

運量今年底極有可能超越台中港（曾憲文，2003/08/21）。

和平工業專用港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和平水泥工業區，進出港埠的貨物是以水泥

和煤炭等大宗物資為主，其和花蓮港重疊的部份主要是水泥，因此與花蓮港所運載

的主要貨種相同，故而王慶褔（2001）及魯炳炎（2003）均認為和平工業專用港會

嚴重影響到花蓮港的吞吐量。

此外，觀塘工業專用港雖然因為主要投資股東中華開發擬退出，且耗費鉅資、

籌辦已久的大潭電廠又未能得標，港埠興建工程一度陷於停擺狀態。但在二○○三

年八月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建議政府將桃園縣觀塘工業專用港改建成為國際商

港，不但得到桃園縣政府的支持，經濟部工業局也研商要整合桃園縣境沿海的大

園、觀音、桃園科技、觀塘、以及大潭等五個工業區成為桃園臨海工業區，並利用

區內的觀塘港進出原料及貨物（曾憲文，2003/08/21），因而有可能延續甚至而擴

充原有的港埠規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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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工業專用港與國際商港比較表

比 較 項 目 工 業 專 用 港 國 際 商 港

建港法源依據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商港法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

申 請 程 序 依工業專用港輔導及管理辦法

申請，程序明確。

依商港法則與一般招標作業程

序相似；依促參法程序較繁複。

使 用 者 限 制 不得供工業區專用目的以外之

使用。

公用目的使用，部份依合約規定

之專用碼頭除外。

經 營 方 式 公民營事業投資興建及經營管

理。

公營事業之經營型態，但朝向公

法人方向調整。

優 惠 條 件 非收益設施之低利貸款、免徵商

港建設費及其他賦稅優惠。

依促參法及其財務計畫可享有

不同之優惠；符合促產條例部份

項目可享賦稅優惠。

土 地 所 有 權 國有 國有

資料來源：轉引自徐順憲及曾志煌（2001: 841-849）。

工業專用港和現有國際商港的差異除了其建港的法源依據、申請程序、使用者

限制、經營方式、優惠條件、以及土地所有權各有不同，如表 3 所示之外，兩者最

大的差異實在於管理機制。目前國際商港管理機關是各港務局，兼具棧埠經營、港

務管理、航政監理於一身的經營管理體制，這和民營事業經營管理，涉及政府公權

力的監督管理權責則由工業主管機關及航政機關負責的工業專用港有極大差異。因

此，如果考慮到經濟腹地重疊且台灣地區貨源有限的基本面因素，工業專用港開放

商用、或是轉型改制為國際商港的政策議題，對於地方產業發展、港埠經營發展、

乃至於主管機關運作機制各層面都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除了上述開放專用目的使用限制以及其所引發國內港埠市場的競爭問題之

外，工業專用港未來轉型改制所可能衍生出來的爭議焦點，筆者認為還包括：土地

所有權、商港服務費、以及相關的法令修訂議題，茲詳細陳述如下。

首先，工業專用港的土地為公有，但緊鄰的工業區土地則是私有，相關的法令

並未明定工業專用港後線土地的最低限制，例如：一九九五年修訂的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允許工業區業者得以租購工業專用港內的碼頭及土地，這項條文在二○○○年

修訂時被廢止，但台塑集團已經購置完成麥寮工業專用港的碼頭及土地。因此，未

來工業專用港如轉型改制開放做為商用，則其私有的碼頭設施必然會牴觸到現行商

港法的公有規範。

其次，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賦予工業專用港之優惠措施，包括可以免依商港法第



我國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之公共政策觀點 魯炳炎264

七條繳納商港建設費，是為了發展事業而開設的特別優惠，而且還可以由身為事業

主的港務公司自行投資興建港埠設施，但由其向港埠使用者收取的港灣設施使用

費，就包括回收所有投資的分攤金額。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過去由國際

商港進出口之貨物所繳納由海關代徵、從價徵收的商港建設費，已經由專款專用的

所謂商港服務費所取代，港埠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無法由商港服務費取得回饋，而必

須從港務局的盈餘按比例分配。在工業專用港未來轉型改制之後，目前的商港服務

費與港灣設施使用費之競合，要如何進行整合，是另一項需要解決的議題。

目前我國投資港埠設施的相關法令有三：商港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及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三者對於投資港埠使用年限之規定各有不同。商港法以投

資額度的固定比例做為年收益計算免租使用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則以投資額度、

投資報酬率及收益去計算使用之年限，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則是加入權利金

的機制，當自償率偏低時，公部門亦挹注投資事業主部份經費，故其特許的年限較

商港法的規定為長。如果未來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則屆時不同法令對於投資港埠

設施的考量適用標準，勢必要再重新通盤檢討。

商港法主要是規範國內商港的開發、營運、航政等活動，然而由於商港法並未

訂定施行細則，其所規定國內商港的類型有該法第二條的國際商港、輔助港、國內

商港，以及第十三條的所謂特種貨種裝卸設施，但此特種設施從商港法公布至今從

未有申請成功之前例。因此，工業專用港未來的轉型改制，必然會涉及到商港法應

增訂民營的工業專用港或是工商綜合港、民營港埠設施之使用費率、私有碼頭之定

位等諸多議題，都是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引發爭議的焦點。

此外，已經在二○○三年七月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

管理條例，允許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的國際海港、空港、加工出口區、科學

園區、工業區等，只要符合為國際海空港管制區域，或是毗鄰國際海空港管制區域

且開發面積超過 30 公頃以上之資格條件，就可以適用於該條例申請設立自由貿易

港區，而其開發主體可以是地方政府或民間機構。工業專用港未來的轉型改制，是

否會影響到現有國際商港爭取劃設編定為自由貿易港區之機會，從而造成工業專用

港與國際商港在不同的立足點上進行不公平的競爭，也是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爭

議焦點之一。

伍、公共政策理論之文獻回顧

　　—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

本節主要針對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兩方面的公共政策理論進行文獻的回顧，以

做為下節論證分析案例的理論基礎。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國際商港做為本文的研

究主題，過去在公共政策學界的相關文獻是付之闕如，而即便在海運學界也並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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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應有的重視，相關的文獻包括：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999）的「台灣地區工業專

用港設置之相關課題探討」、王慶福（2001）的「商港與工業專用港之整合與分工」、

徐順憲等人（2001）的「工業專用港之相關問題探討」、陳世圯等人（2002）的「雲

林麥寮工業專用港轉型發展策略之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榕聲工程顧問公司

（2003）的「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之研究」、以及陳建興（2003）的「地位獨特的

工業專用港」等等，其內容的主要觀點已如前所論述。有限的文獻固然是因為這是

個新興的政策議題，然而，檢視以工業專用港為研究主題的我國海運學界相關文獻

可以發現，其研究途徑係以歸納整理的傳統研究為主，因此，本文擬採用政策網絡

與政策變遷的公共政策理論做為本研究之論證基礎，以有別於過去產官學界的相關

研究，為這項政策議題提供新的分析面向。

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做為本文的理論基礎，也有其特殊意義，公共政策理論的

階段論視政策制定過程為一系列活動的總和（Jones, 1970; Hogwood & Gunn, 1984;
Palumbo, 1988; Anderson, 1990, 2000; Lester & Stewart, 2000），從議程設定開始，政

策規劃、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乃至於政策變遷與政策終

結，政策變遷居於政策制定循環過程的重要地位，然而卻因為賡續施行的政策眾

多，從而使得國內學界對於政策變遷的相關研究極為少見。此外，公共政策學界的

非階段論者則認為政策制定的過程是政治的過程（Kingdon, 1984, 1995; Baumgartner
& Jones, 1991, 1993; John, 2000），其中的政策網絡分析是應用較為廣泛的研究途徑

之一，也是本文所欲採用的分析架構。

目前國內公共政策學界將階段論的政策變遷與非階段論的政策網絡結合起來

以分析政策議題的文獻有孫煒（2002: 93-126），該文以兩者理論為基礎，建構出

以政策與政策社群一致性程度高低，以及政策變遷典範是否移轉 2×2 矩陣之以政

策典範為導向的政策變遷模型，從而形成「開放性政策終結」（大陸經貿政策）、

「封閉性政策終結」（核四停建計畫）、「開放性政策接繼」（高等教育政策）、

「封閉性政策接繼」（高鐵計畫）四種類型。本節擬先行探討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

的相關文獻之回顧，然後下節再針對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國際商港的研究主題進

行理論分析。

一、政策網絡

自一九五○年代起，政策科學的發展就深受 Lasswell (1968) 的影響，政策科學

概念的重新建構（Re-conceptualization）在此後的二十多年成為當年重要的表徵

（Dunn & Kelly, 1992），這可以從當時「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辯論得到印

證（Sabatier, 1986)，而所謂網絡研究途徑之引進則成為政策科學發展的重要貢獻

（Kenis & Schneider, 1991; Carlsson, 2000）。事實上，教科書式的決策理論（Textbook
Policymaking）視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為一系列之個別活動的集合，包括：議程設

定、問題定義、政策形成、執行、評估、以及政策終結等等（Kelly & Palumbo,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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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k, 1995; Carlsson, 2000; John, 2000），這種被 Sabatier（1991a: 31）稱為「政策流

程階段論之主流典範」的政策流程表達方式（Lasswell, 1956; Lindblom, 1965;
Pressman & Wildavsky, 1973; Dunn & Kelly, 1992; Wildavsky, 1993; Sabatier, 1999），

被錯誤的理解了很長一段的時期（Carlsson, 2000; John, 2000）。

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公共政策學界有愈來愈多的文獻顯示公共政策的發展、

執行、以及評估是在政策網絡內完成，這種政策網絡是由專業成員所代表的組織利

益所組成，許多成員對政策施行結果具有利害關係（Heclo, 1978; Sabatier, 1988; Berry,
1989a, 1989b; Harris, 1989; Burstein, 1991; Thurber, 1991; John, 2000）。在公共政策學

者當中，Heclo 強調議題網絡的重要性在公共行政學界是廣為人知，而 O’Toole
(1988)、Cigler (1990)、Marin & Mayntz (1991a)、John (2000) 等學者過去二十年多來

對於有如雨後春筍般成長的利害關係團體之議題網絡研究，則有助於吾人對於政策

網絡的了解。

然而不同學者對於網絡內不同成員的角色認知之不同，也造成某種程度的混

淆。舉例而言，對於政策流程的主要行動者，有提出所謂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或是議題發動者（Issue Initiator）
之說者（Palumbo, 1988; Kingdon, 1984; Burstein, 1991; Cobb & Elder, 1972; Eyestone,
1984; Waddock & Post, 1991），也有提出政策掮客（Policy Broker）、戰略者（Strategist）
之說者（Sabatier, 1988; O’Toole, 1988; Lawless & Moore, 1989），也有提出維修者

（Fixer）之說者（Bardach, 1977; Goggin et al., 1990），此外，還有提出掮客（Broker）
或是關懷者（Caretaker）角色之說者（Mandell, 1988; Snow, Miles, and Coleman,
1992），諸家學說誠可謂眾說紛紜。

對於這些網絡成員角色扮演的特質很難有共識產生，因為各家的定義不同，例

如：Palumbo (1988) 和 Cobb & Elder (1972: 85) 就將政策企業家視為在議程設定階

段將問題轉化為議題的人，Bardach (1977: 274) 則是將維修者視為問題解決者，

Goggin et al. (1990: 100) 則是將維修者當做主要的聯盟構築者，而 Mandell (1988) 以
及 Snow, Miles and Coleman (1992) 採取的則是從議題網絡的研究途徑，就功能的角

度出發，視掮客或關懷者為建構網絡或滋養網絡的行動者。

但總而言之，政策網絡畢竟仍是目前人們熟悉的一種治理型態，網絡是由參與

的多元行動者所組合而成，政策網絡將公私部門間的利益及資源整合更為容易，進

而強化公共政策執行的效率。在「新治理」概念下的網絡，係根據參與之多元行動

者的偏好去管制和調節政策部門（Policy Sector），而非遵循政府政策，如此型態

的治理觀念會出現三種後果（Pierre & Peters, 2000）：第一，政府的決策係以網絡

成員的利益為考量重點，而不是基於公共利益；第二，網絡的多元行動者對於公共

政策的變遷會進行干預，以維護網絡成員的自我利益；第三，參與網絡的行動者實

質有效的控制政策決策，但政府機關仍必須要為政策的結果負起政治責任。

儘管政府需要透過網絡引進多元的政策行動者共同參與政府的決策，但卻也很

難避免網絡參與者介入政府的決策。然而，由於現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趨向於分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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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化，政府責任範圍不斷的擴張，以及公共政策議題的日益複雜，在在都使得

政策制定過程逐漸多元化，各個環節都有不同的個人、團體或組織基於各自的利益

和目標在不同的階段參與，並與政府機關形成不同的互動關係。

政策網絡是一種探討政策議題相關團體與政府部門互動關係的方法，它可以說

明政策議程與決策制定過程中參與者的正式、非正式接觸的關係型態。Katzenstein
(1977) 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國家並不會以強制的力量加

諸於非國家的個人、團體或組織的行動者身上，反而會尋求協助以建立一個相互依

賴的關係，因此依其觀點，政策網絡就是將國家與社會行動者予以連結的機制。

對於政策網絡，Benson (1982: 148) 是從府際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群體或複

雜的組織因為資源的相互依賴而連結在一起，這和資源結構分裂的群體或組織不

同，而且資源相互依賴的組織，其行政結構與利益結構形成深層的結構，在政策領

域內可以確保某些政策需求或偏好，並排除另外一些需求偏好在政策議程之外。

英國學者 Rhodes 是較有系統運用以及建構網絡研究途徑的學者，他應用資源

的相互依賴以及政策網絡的觀念去論述英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並依據

複雜組織資源相互依賴的結構，界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網絡，及其如何與中央

政府互動，Rhodes (1990: 297) 對所謂次級政府定義則是「在特殊議題領域十分專

精，包括政府與非政府人士在內的一群政治行動者」。Rhodes (1988: 85) 發現地方

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互動並非多元的競爭，地方政府事實上被整合成為少數團體

的代言人，而和中央政府進行談判與互動。他認為，政策網絡已經成為英國政策制

定的面貌，如不了解政策執行系統的複雜性、分割性及不確定性，勢必會導致政策

執行的失敗。

此外，Marsh 和 Rhodes (1992: 250-252) 則又是將政策網絡區分為政策社群與議

題網絡，他們認為這種分類有助於了解參與者在政策形成過程中不同的動機與利害

關係，而其所界定政策社群的參與者是因為權威或專業知識而結合，而議題網絡的

參與者則是因為追求某些物質利益。

Rhodes 及 Marsh (1992: 10-11) 並依據五項命題提出「權力依賴理論」做為政

策網絡的研究架構。第一，任何一個組織都有賴於其他組織提供所需要的資源；第

二，為了達成各自的目標，組織之間必須交換分享資源；第三，組織內部的決策會

受限於其他組織，但支配性的聯盟仍然保有裁量權；第四，在競賽規則的規範之下，

支配性的聯盟會運用各種策略影響資源的交換過程；第五，裁量權的大小是互動的

組織資源與相對權力潛能的產物，而相對權力潛能的產物則是組織資源、競賽規則

以及組織間交換過程的產物。

這樣的研究架構可以推論出，擁有較多政策資源的策略行動者，處於相對優勢

的地位，甚至可以主導政策議程的設定、政策的規劃以及掌握政策執行成功的關鍵

因素。此外，Rhodes 並進而指出，政策網絡隨著整合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類型，

其分類的標準在於成員的穩定性、限制性、大眾與其他網絡相隔離的程度，乃至於

其所擁有資源的特性。整合程度最高的是政策社群，整合程度最低的是議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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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s, 1984: 14-15），其間整合程度由高而低還包括：專業網絡、府際網絡、地

域網絡、以及生產者網絡。

第一，政策社群：指中央與地方政府執行的政策領域，垂直的互賴關係，具有

高度穩定性與限制性成員的網絡，此種網絡具有高度的整合性。

第二，議題網絡：乃一種水平的網絡，垂直的互賴關係有限，水平的意見並未

整合，網絡的整合很低、相當不穩定，成員雖多，但呈現流動性的參與，

所以未能成為緊密的網絡。

第三，專業網絡：這是專業團體所支配的網絡，擁有高度的穩定性與限制性的

成員，形成垂直互賴關係，但網絡整合程度仍不如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

策社群。

第四，府際網絡：指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網絡，成員有限，垂直的互賴與水平

的意見溝通亦有限，且希望擴張水平的影響力。

第五，地域網絡：係指代表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利益的政策社群。

第六，生產者網絡：由經濟性團體扮演主要角色的網絡，網絡成員流動性高，

垂直互賴關係有限。

有別於 Rhodes 所主張政府機關中心途徑的互動網絡，Wilks 和 Wright (1987)
則採取社會中心途徑，以觀察政府機關與工業界之間的網絡關係，他們關切的焦點

是人際互動，而不是結構互動，他們認為當前英國工業政策部門的決策體制出現分

殊化性格，相關政府部門呈現分立而多元化的現象，因此必須從次級部門的政策網

絡（Sub-sectoral Network）著手，而所謂的次級部門政策網絡則係指利益團體與政

府部門在某項公共政策領域內所形成的次級網絡組織。

他們認為，Rhodes 的政策社群觀念過於廣泛，對於政策過程分析的助益有限，

所以 Wilks 和 Wright (1987: 296-298) 重新劃分政策網絡的類型如下：泝政策環宇

（Policy Universe）包括諸多的行動者與潛在的行動者，彼此有相同的利益，並共

同參與政策過程；沴政策社群是指在特定的產業之內，行動者與潛在的行動者彼此

互動且交換資源；沊政策網絡是政策社群內部或若干政策社群之間的連結過程與資

源交換的結果。

陳恆鈞（2001: 145-174）比較 Rhodes 以及 Wilks 和 Wright 的分類指出，前者

將政策社群視為一種聚合形（Aggregated）系統，是政策網絡的類型之一，而後者

則將政策社群視為離散形（Disaggregated）的系統，其與政策社群係不同的兩種類

型。換言之，Wilks 和 Wright 將政策社群視為具備共同政策目標的參與者和潛在參

與者所構成的政策網絡之行動主體，而政策網絡只是政策社群之間的連結，通常是

以成員之間的規則化互動做為基礎。

其實，Heclo (1978: 102) 早期就曾經提出「議題網絡」（Skok, 1995）與「鐵三

角」（Jordan & Schubert, 1992: 21）的對照觀點，他認為美國某些政治生活的領域

是由制度化利益代表的次級政府組成，但某些領域則存在議題網絡，如果政策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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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為一道光譜，則鐵三角及議題網絡就位於光譜的兩端。其觀念是政策的參

與者包括中央政府機關、國會委員會以及利益團體，組成緊密相連的鐵三角，掌握

公共政策的制定，使之符合於聯盟參與者的經濟利益。但以鐵三角而言，其參與者

比較少，有較高的自主性，本質上是一種利益互惠的結盟；相對而言，議題網絡的

參與者較多，有不同程度的相互承諾以及依賴，參與者基本上可以自由加入或退

出，呈現出流動性參與的特色，而且沒有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可以控制決策的過

程，或許正因為參與者在過程中的更迭進出，致使議題網絡的決策結構顯得複雜、

鬆散且非正式化。

根據林玉華的研究（2002: 35-55），就政策網絡的觀點而言，政策參與過程中

團體與政府關係的特性有三。第一，相互依賴：參與者希望達成目標，但是彼此必

須依賴其他參與者做為達成其目標的手段（Benson, 1982; Rhodes, 1981）。第二，

過程: 政策網絡是由很多參與者組成，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有能力決定其他參與者

的策略行動，政策參與者各有各的目標和利益，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目標可以用來測

量政策效能，但這並不代表所有參與者擁有相對等的權力，每個參與者依賴各自擁

有的資源及其在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性（Rhodes, 1981; Scharpf, 1978）。第三，制度:
政策網絡由關係型態組成，參與者的相互依賴及其產生的互動，創造行動者關係類

型，這些關係類型具有深度與持續性的特點，而行動的規則賦與互動的意義並支持

互動的關係型態（Benson, 1982; Rhodes, 1988）。

此外，van Waarden (1992: 29-52) 在「政策網絡的層面與類型」（Dimensions and
Types of Policy Networks）亦曾就政策網絡的意義及其不同的指涉，依據社會參與

網絡者的數目與型態、網絡的功能以及權力的分配，而將之分為十一種類型: 廣義

的國家主義、狹義的國家主義、顧客主義、壓力多元主義、一黨獨大關係、鐵三角、

議題網絡、個體統合主義、總體統合主義、國家統合主義、集體統合主義。而且 van
Waarden 還認為，政策網絡的層面可以分為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權力關

係（Power Relations）以及策略（Strategies）等三項，曹俊漢（2003）進而歸納出

政策網絡的五項內容應包括：網絡參與者（Network Actors）、網絡的功能（Network
Functions）、網絡的結構（Network Structure）、網絡的文化（Network Culture）以

及權力關係與策略運用（Power Relations and Strategies）。

曹俊漢（2003: 205-221）依據 van Waarden 的政策網絡理論指出，無論是視政

策網絡為一個整合國家與利益團體利益仲介面，或是僅視其為一個動員各種政策資

源的特定形式，對政策議題的形成都會有所幫助。而且當吾人了解到政策環境特別

困難，公權力愈無力伸張，又有眾多政策議題需要處理，則此時運用政策網絡做相

關政策議題的規劃與形成是十分必要的。

雖說是如此，但政策網絡的研究途徑涉及許多基本的概念（concept），包括前

面所陳述的「鐵三角」、「次級政府」、「政策社群」、「議題網絡」等等，然而

概念並不必然具有解釋現象發生的能力（Carlsson, 2000），而且概念本身是意義的

集合（Pine, 1985: 108），其創造、採納、保留象徵意義的過程就正是概念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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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conceptualization would be the same as the creation and /or adop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symbolic meaning）。因此，Carlsson (2000) 認為，不同的網絡概念

就應該被理解為「在組織間活動範圍裡制訂規則的機制」（devices for designating
regularities in a stream of inter-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而這也是本文下節在進行工

業專用港轉型改制政策議題之論證分析時所認知到的網絡概念。

二、政策變遷

公共政策階段論者 Hogwood 和 Gunn (1984: 242) 認為，會發生政策變遷的理由

有三點：第一，政府逐漸擴大特定政策領域的活動；第二，現存政策可能因為不適

當或產生負面效果而必須要改變；第三，國家經濟成長之高低與現有政策承諾的財

務狀況之好壞，尤其是在制訂新的政策之後卻未終結舊的政策。在公共政策理論的

領域裡，探討團體在政策決策過程當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模型包括：多元論模型、

統合主義模型與次級系統模型等等。Anderson (2000: 73-80) 在分析次級系統政治

（Subsystem Politics）時引述 Freeman (1965) 以及 Berry (1989a, 1989b) 指出，所謂

鐵三角或是三角聯盟指涉國會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行政機關以及特定政策領域的

利益團體之間穩定的互動關係，因此中央政府以前通常被形容為負載著多重的鐵三

角（Lowi and Ginsberg, 1998），而且學術界與政策專家，以及受到特定政策負面影

響的民眾或團體則都被排拒在決策圈之外，這樣的政策次級系統會造成政府部門片

斷化、欠缺必要的政策協調，且違反公共利益和社會福祉。

然而當政策次級系統十分龐大且複雜時，Sabatier (1987, 1988, 1993) 提出政策

倡導聯盟的詮釋，著重於國家與政策行動者所形成的制度性關係，以及此制度性關

係對於政策過程的影響，通常一個政策次級系統之內會有兩個或更多的倡導聯盟，

而每個聯盟的政策行動者之間所組成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聯盟關係，影響到公共政策

的決策制定。

Sabatier 認為，政策次級系統是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交換理念與利益的聯盟，

直接影響到政策的規劃和執行，總統或國會大選、重大社會危機或戰爭等外在環境

的改變，會影響到次級系統成員的資源，包括：金錢、支持者人數、以及合法權威

等等，由此改變了次級系統成員的認知信仰與行為模式，再進而間接影響到政策的

最後結果。而這種政策次級系統成員的改變影響到政策結果的改變，可再進而造成

政策變遷（Ellison, 1998；孫煒，2002: 93-126）。

其實，過去許多個案研究的結果都顯示，政策執行的困難在於進行複雜且影響

深廣的政策變遷時，伴隨而來的總是延遲、績效不彰（Pressman & Wildavsky, 1973;
Bardach, 1977），或至少是策略性的延誤（Goggin et al., 1990; Bowman & Lester, 1993;
Hill & Weissert, 1995）。因此，早期公共行政的相關文獻也顯示（Lindblom, 1959, 1979;
Braybrook & Lindblom, 1963），改變幅度愈大的政策就愈必須循序漸進（step-by-step
increments），然而有些政策學者則認為（Schulman, 1975; Lustick, 1980; King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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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gin & Weissert, 2002），有時候一些政策方案的執行可以既迅速又順利（prompt
and smooth）。

在 Heclo (1974) 之後，許多政策研究學者開始理解到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並不完

全只是政治爭鬥與衝突解決的過程（Lindblom, 1968），而更是一個政策學習的過

程（Sabatier, 1987, 1988, 1991b; Weir, 1992）。探討政策變遷本質的許多文獻都發展

並且驗證諸多的見解（Hogwood & Peters, 1983; Sabatier, 1987, 1988; Castles, 1990;
Greenberg, 1990; Richardson, Maloney, & Rudig, 1992），過去二十年來這些學者無論

是針對政策學習、其標的物、乃至於其效果，有些只侷限於高層的政治人物與官員，

有些則將政策學習擴及到社會學習。有些政策學者視政策學習為對政策知識的成

長，但究竟是政策工具方面、政策方案方面、政策目標方面、抑或是以上三方面的

混合，則未有定論（Howlett, 1994），而且，政策學習是針對組織變革、方案或政

策工具的改變、還是一種因為政策問題觀點不同從而造成特定政策偏好之政策研究

典範的移轉，則亦未有定論。

此其中，對於政策變遷的政府學習論（Governmental Learning）與組織學習論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相關文獻，包括：Argyris & Schon (1978)、Etheredge
(1981)、Hedberg (1981)、Etheredge & Short (1983) 等學者，Rose (1991) 對於課程學

習論（Lesson-Drawing）則有精湛的討論，而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認為，

政策變遷的一個根本因素在於對社會問題或政策行動者的信仰、價值以及態度之改

變（Schneider, 1985; Edelman, 1988; Hilgartner & Bosk, 1988）。雖然政策變遷的研究

在本質上均屬於概念性的論述，但也有些文獻研究則是透過不同部門或國家的政策

變遷之實際經驗以評估典範式的政策轉移（Paradigmatic Policy Transitions），這些

學者包括：Imershein (1977), David (1985), Jenson (1989), Masser, Sviden, & Wegener
(1992), Howlett (1994)，以及孫煒（2002），而此類實證性研究最為精緻的分析則是

莫過於 Hall (1990, 1993)。
Hall (1990, 1993) 是以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的英國經濟政策為案例，

研析從凱恩斯經濟政策（Keynesian Economic Policy）轉變到貨幣主義式經濟政策

（Monetarist Economic Policy）之政策變遷過程可以分為三大部份，共計六個階段。

首先是舊典範的兩個階段，主流的典範在第一個階段裡機制化且十分穩定（Stage of
Stability），政策的調整主要是由封閉團體內的官員與專家所決定，在隨後所謂真

實世界發展（Stage of Real-World Developments）的第二個階段裡，不規則事例的累

積（accumulation of anomaly）促使主流的典範進入轉化的階段。其次則是典範轉化

的三個階段，在實驗的階段（Stage of Experimentation），現存的典範極力解決不規

則事例的發生，當需求無法被滿足時，權威分殊化的階段（Stage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隨之而來，原先負責決策的官員與專家不再被信任，政策辯論過程新

的參與者開始挑戰既存的典範，而在競爭的階段（Stage of Contestation）裡，政策

辯論逐漸擴及到公共的領域，包括選舉與政黨考量的政治過程。最後，當新典範出

現之後，就開始進入新典範機制化的階段（Stag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新典範的



我國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之公共政策觀點 魯炳炎272

擁護者嘗試鞏固權威地位，並改變現存的組織與政策，以利於政策社群內新觀念之

付諸實行（Hall, 1990: 68）。

有別於 Hall 所提出政策變遷的六階段論，Wilks 和 Wright (1987: 296-298) 認
為，彼此持有相同政策理念或利益且參與政策過程的行動者和潛在行動者，構建出

所謂的政策環宇（Policy Universe），其類型可分為政策社群與政策網絡。前者是

指在特定的政策領域內分享利益的行動者和潛在行動者彼此互動且交換政策資

訊，以維持平衡；而後者則是指政策社群內部或若干政策社群之間的連結過程，以

及一種資源交換的結果。

此外，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1993) 則認為，政策社群是指對於某特定政策

議題具有相似知識，並分享類似政策論述之較大的行動者和潛在行動者之集合，而

吳定（2001: 146-147）認為，政策網絡是指政府機關與各種不同的政策社群對於某

特定政策議題所形成不同政策領域（Policy Domains）間的互動關係，以做為影響日

常政策制定的穩定基礎。Torgerson (1986) 則是進一步歸結出，政策社群與政策網

絡具備不同的政策規劃之動機和目標，前者立基於專業知識，而後者則立基於物質

利益。

孫煒（2002: 93-126）根據政策社群與政策網絡的三種關係: 政策網絡完全排除

政策社群於政策制定之外、政策社群包含政策網絡、以及政策社群與政策網絡兩者

部份重疊，建構出政策變遷的模型。以政策典範是否移轉，以及政策網絡與政策社

群一致程度之高低與否，形成有如表 4 所示的四種情況，包括：「開放性政策終結」、

「開放性政策接繼」、「封閉性政策終結」以及「封閉性政策接繼」。

表 4：以政策典範為導向的政策變遷模型

政 策 典 範 是 否 移 轉
網絡與社群的一致程度

是 否

高 開放性政策終結 開放性政策接繼

低 封閉性政策終結 封閉性政策接繼

資料來源：孫煒（2002: 116）。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領域，政策終結的相關資料並不多見，部份歸因於很少有政

策終結的個案可供研究（丘昌泰，2000: 421-422），但政策變遷則幾乎是無避免的

事，公共政策從問題的界定、議程的設定、政策的規劃、執行乃至於政策的評估，

很少不被更改，因此，政策變遷比政策終結更為容易施行，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政策終結的政治性質高於決策分析的性質，是一種價值調適的過程（deLeon, 1987:
173-199）。

林水波（2001: 317-340）將政策變遷視為解構、建構、以及強化原本結構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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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力量，在政策場域中相互運作的結果，而這三股力量往往具體的表現在政策過程

中的行為者所提出的各種政策論述。如表 5 所示，依據政策解構之有無，以及政策

重構之有無等兩個面向，而將政策變遷分為政策接續、政策成長、政策終結、以及

政策演化四種型式，而政策變遷的動力在於政策論述的建構、解構、以及再建構，

如果政策論述紋風不動，情境猶如往昔，則政策會持續一段時間，否則如兩者產生

鉅變，原本政策失去立基，則政策變遷就成為必然之舉。

表 5：政策變遷之型式

解構情形

重構情形
有 無

有 政策接續 政策成長

無 政策終結 政策演化

資料來源：作者轉引自林水波（2001: 326）。

Peters (1986) 所提出的政策變遷類型分為四種（Lester & Stewart, 2000: 146-
147；丘昌泰，2000: 422-423）：「線性（Linear）政策變遷」是指直接以一個政策

取代另一個政策；「非線性（Non-linear）政策變遷」是指複雜且包含其他種類的政

策變遷；「分裂型（Splitting）政策變遷」是指某項政策、計畫或機關分裂成為兩

個或多個以上；「統合型（Consolidation）政策變遷」是指將過去的政策併入新的

政策當中。

一般而言，政策變遷是指一個或更多的政策取代現存的政策，包括新政策的採

用或是現存政策的修正及廢止，其方式可以分為三種（Lester & Stewart, 2000:145）：
泝現存政策的漸進改變；沴特定政策領域中新法規的制訂；沊重新選舉後所造成主

要的政策改變。根據 Lester 和 Stewart (2000: 147-153) 的觀點，政策變遷的模型有

三種，這三個模型彼此之間與前面所陳述 Hall (1990 & 1993) 的政策變遷六階段論

相比，雖然較為欠缺前後的連結性，但在相當程度上仍能夠詮釋不同型式政策變遷

的演進過程。

第一，Schlesinger (1986) 的循環論（The Cyclical Thesis）─國家的政策干預是

在公共福祉與個人利益之間不斷改變，而美國的經驗是三十年一個世代

的循環，足以使得民眾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而形成政治共識。

第二，Sabatier (1993) 的政策演進或政策學習論（The Evolutionary or Policy-
Learning Thesis）─在其所提出政策過程的概念架構下，政策變遷的原

因有三：泝政策次級系統/社群中各種倡導聯盟的互動；沴次級系統外的

改變；以及沊穩定系統變數的影響。政策變遷是兩種改變的產物，一種

是次級系統外在事件的改變，例如政經情況的動盪不安，另一種則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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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次級系統的不同倡導聯盟為了實踐其核心信念而形成彼此的競爭，其

方式是透過爭取更多資源，並對外在事件做出回應，從而對於政策議題

有更多學習和理解的機會，這種政策取向學習（Policy-Oriented Learning）
所指涉的是由經驗所引起相對持久行為意圖之改變，而且和公共政策議

題的解決或修正有關（Busenberg, 2001: 173-189）。政策議題的改變是

外界動盪不安的結果，但政府政策方案的改變則是各種聯盟或政策代理

人政策學習的結果。

第三，Amenta 和 Skocpol 的反彈或鋸齒型態論（The Backlash or Zigzag
Thesis）—當一項政策從有利某特定團體轉變成為對另一個團體有利

時，所呈現的是不穩定的反彈狀況，階級鬥爭或是相互競爭的社會聯盟

可以解釋這種轉變，而一八九○年至一九九○年之間的政策演進則可以

解釋鋸齒型態論。

陸、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之理論分析

一、政策網絡分析

在進行政策網絡的理論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我國港埠型態的現況與主管機

關，以及主要港埠在台灣地區的分佈狀況如何。其實，工業專用港及國際商港對於

載運貨物進出港之船舶而言並無不同之處，皆為提供貨物裝卸及船舶相關服務之國

際港埠，但兩者的經營特性因為國內法令規定之限制則有相當差異，而本文所謂的

「工商綜合港」則是工業專用港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對於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

所賦予的名稱。根據商港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三十七條，以

及漁港法第三條，目前我國港埠型態、港埠名稱與主管機關的現況如表 6 所示，雖

然並無所謂工商綜合港，但本文為凸顯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的議題，故而仍使用工

商綜合港之名稱。

Benson (1982: 148) 從府際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複雜的組織因為資源相互依

賴而連結在一起，其行政結構與利益結構形成深層的結構，可以在政策領域內確保

某些政策需求或偏好，並排除另外一些需求偏好在政策議程之外。如表 6 所示，目

前台灣地區港埠種類眾多，港埠所在地遍及全台灣各地，主管機關也包括交通部、

經濟部、內政部與農委會，乃至於各地方政府等等。而以國際商港與其輔助港、以

及工業專用港而論，除了涉及各港埠所在的縣市政府，其主管機關則包括交通部與

經濟部，而其彼此之間的部際與府際關係，以及所涉及的單位與政府則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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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我國港埠型態現況一覽表

港 埠 型 態 港 埠 名 稱 主 管 機 關 備 註

國 際 商 港 高雄、台中、基隆、

花蓮

交通部

輔 助 港 台北、蘇澳、安平、

永安

交通部 永安港為經濟部中油

公司 LNG 專用港口，

由中油代管

工業專用港 麥寮、和平 經濟部 限工業區業者使用

國 內 商 港 布袋、馬公 交通部

漁 港 第一類 5 個；第二類 5
個；第三類 122 個；

第四類 95 個

農委會及地方政府

遊 艇 港 龍洞、後壁湖 交通部觀光局、內政

部墾丁國家公園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邱慶生（1996）；徐順憲、曾志煌（2001: 841-849）；相關

網站。

表 7：我國港埠政策之部際與府際關係表

部　際（Inter-agency） 府　際（Inter-government）

垂 直 關 係 上級與下級單位

交通部及其所屬航政司；

經濟部及其所屬工業局

上級與下級政府

中央政府與高雄港和花蓮港所在

的高雄市與花蓮縣

水 平 關 係 平行單位

主管商港的交通部航政司以及主

管工業專用港的經濟部工業局

平行地位政府

麥寮、和平工業專用港所在的雲

林縣與花蓮縣以及台中港所在的

台中縣

資料來源：本表架構參考自陳敦源（2002: 142），內容係作者自行整理。

說　　明：這項部際與府際分析架構係於探討跨域管理問題根源時所提出，本研究

將其應用於我國港埠政策網絡之分析，在論述過程中儘可能兼顧我國港

埠政策政治經濟結構中的特殊意涵。

如表 7 所示，在我國的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的決策過程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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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行動者如果以「部際/府際」及「垂直／水平關係」做為一個 2×2 的矩陣，

則會形成「上級與下級單位」、「平行單位」、「上級與下級政府」、「平行地位

政府」等四種關係類型。這樣的歸類型態當中，「上級與下級單位」和「上級與下

級政府」與 Rhodes (1984) 所提出中央與地方垂直互賴、高度整合的政策社群，以

及「平行地位政府」與 Rhodes (1984) 代表地方政府利益、希望擴張水平影響力的

府際網絡都能夠呈現出政府機關中心途徑的互動網絡。

以「上級與下級單位」的關係來說，交通部轄屬的航政司是商港的主管機關，

經濟部轄屬的工業局是工業專用港的主管機關。以「平行單位」的關係來說，交通

部與經濟部係屬此種平行關係，各有所屬，互不統轄，因此，如果工業專用港得以

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有可能和交通部所屬國際商港競逐貨源，為交通部所不樂

見。以「上級與下級政府」的關係來說，中央政府和高雄港、台中港、基隆港、花

蓮港，以及麥寮與和平工業專用港所在地的各縣市政府均屬於此種關係，中央制定

修訂的法令必須上令下行，地方當然也可以影響中央的決策。而以「平行地位政府」

的關係來說，則前述各港埠所在地的台中縣、花蓮縣、以及雲林縣等縣市政府均係

平行地位的政府，對於現有商港所在地的縣市而言，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

合港是雲林縣所迫切期盼，但對其他處於平行地位政府則將會是未來的港埠競爭對

手，而對於同時擁有國際商港與工業專用港的花蓮縣而言，要想在經濟腹地不大的

花蓮地區達到雙贏的局面，有其實際的困難。

Carlsson (2000) 的網絡概念是「在組織間活動範圍裡制訂規則的機制」，本文

在前述分類的基礎上將政策網絡的分析分為三個面向：第一，行政部門與立法部

門；第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第三，公營部門與民營部門。

首先，在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方面，就行政部門來說，從主管工業專用港的經

濟部工業局與主管國際商港的交通部航政司，到港埠所在地的各縣市政府，均屬於

行政部門的參與者。就立法部門來說，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必須修

法，則就要立法院的中央民意代表匯集民意進行必要的修正，立委諸公所考量的，

有可能是從港埠經濟的專業角度出發，有可能以選區經濟發展利益為依歸，亦有可

能因為民營工業專用港之投資興建企業是重要的政治獻金提供者，當然也有可能是

以政黨的意見為意見（黃秀端，1994）。

參與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決策的多元行動者之不同偏好，有可能節制和調節政

策部門（Pierre & Peters, 2000）。例如：政府可能考慮到台灣地區的貨源有限，最

近幾年來爭取大陸轉口貨櫃的成效亦有限，如果工業專用港轉型為工商綜合港，則

過多的港埠競分有限的貨源，勢必會造成港埠重複投資與資源的浪費。但是立法委

員基於各自選區區域性利益的考量，而無法顧及全國性的公共利益，而對於工業專

用港的轉型樂見其成，甚至在選民或選區縣市政府與議會的壓力下，會對政府的決

策機構進行干預，以維護網絡成員的自我利益，而立法委員彼此之間選票互助的策

略，可以透過修法達到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的目的，但如果未來真如

政策部門所預估造成過多港埠競分過少貨源的港埠惡性競爭後果，則政府機關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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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為政策施行的成果負責，而這也是 Pierre & Peters (2000) 所指出新治理概念下

政策網絡型態產生的後果。

然而，畢竟擁有較多政策資源的策略行動者會處於相對的優勢地位，甚至可以

主導政策議程的設定、政策的規劃以及掌握政策執行成功的關鍵因素（Rhodes, 1984;
Rhodes & Marsh, 1992）。就工業專用港轉型的政策議題而言，與立法部門相比的話，

儘管行政部門各部會（Inter-agency）之間對於工業專用港的轉型仍存有歧見，但畢

竟無論商港或是工業專用港，行政部門都是港埠的主管機關，對於轉型改制議題仍

有主導議程設定之權力，以及港埠政策整體規劃之能力，立法部門縱有法定權力可

以制定修訂法律，但對於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則仍是力有未逮。而就本文所探討的政

策議題來說，即便是行政部門部際之間的組織網絡，「分工但不合作」的現象，也

就已經足以使得工業專用港轉型的議題難以完成協調、溝通、以及衝突疏導之跨域

意見的整合。

其次，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方面，對於中央政府而言，「立法從寬，審查從

嚴」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初期，得以如願劃設編定為自由貿易港區的

地方政府或民間機構之開發主體，除了桃園中正機場及高雄港之外，可能並不多

見，因此並未考慮到目前的工業專用港如果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之後，所可能引

發港埠競逐貨源的惡性競爭局面。

但在當前台灣總經濟形勢欠佳的情況下，對地方政府來說，爭取到在縣市轄境

內劃設編定自由貿易港區就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正如前所述，Benson (1982) 從
府際關係的角度論述政策網絡，因為資源相互依賴而連結在一起的複雜組織，其利

益結構會與行政結構結合而形成深層的結構，在特定政策的領域內確保其政策需求

或偏好。為了獲取有利的形勢，地方政府還可以結合當地縣市選出的中央民意代

表，排除某些需求偏好在政策議程之外，或納入某些需求偏好在政策議程之內。

舉例而言，甫於二○○三年七月在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

管理條例，規定開發主體應雇用 5% 的原住民勞工的保障條款，然而經建會與勞委

會則認為該條例的訂定是希望與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最低工資脫勾，以減輕廠商的人

事負擔，該項保障條款窒礙難行，並決定將提案修法。對於這種情況，雲林縣縣長

張榮味表示正在爭取麥寮工業專用港劃設編定為自由貿易港區，由於雲林縣沒有山

地鄉，而且平地鄉鎮市的原住民比率只佔總人口 1%，如依照該條例規定，即使全

部都任用也還不符合規定之下限（魯永明，2003/07/16），因此該保障條款不符實

情，雲林縣政府會建議中央修法因應。

此外，如果以 Rhodes 和 Marsh (1992) 對於政策網絡研究架構的五項命題進行

分析的話，第一，中央政府政策施行的成敗亦有賴於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而地方

政府希望極力推動的政策也需要中央政府挹注的資源及法令的授權；第二，在這種

府際的組織網絡內，雲林縣會極力爭取工業專用港轉型，但中央為顧及整體的港埠

發展政策而有可能限制工業專用港的轉型；第三，雲林縣有座工商綜合港勢必嚴重

衝擊到台中港的營運，具備支配性裁量權力的仍是中央政府，惟仍有待部際間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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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溝通與衝突疏導；第四，地方或是立法部門會嘗試運用各種策略去影響政策的制

定；第五，在目前的組織網絡內，組織資源與競賽規則的規範都是向四個公營的國

際商港傾斜，而這也是第三個面向的重要性所在。

表 8：民國一 年（二 二一年）我國港埠貨種之需求及供給對照表

貨　種

預估能量

民國 100 年（2021 年）

預 估 運 量

民國 100 年（2021 年）

商港預估能量

民國 100 年（2021 年）

工業港預估能量

貨 櫃 1,932 萬 TEU* 2,148 萬 TEU* 0

大 宗 乾 散 貨 12,559 萬噸 11,867 萬噸 3,834 萬噸

一 般 散 雜 貨 5,027 萬噸 5,033 萬噸 60 萬噸

大宗液體散貨 4,435 萬噸 7,866 萬噸 7,827 萬噸

* 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20 呎標準貨櫃。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1）；交通部運研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2000）。

最後，在公營部門與民營部門方面，目前國內的港埠營運主要均係公營，工業

專用港則是屬於民營，而兩個工業專用港分別位於雲林縣及花蓮縣，兩者的情況也

略有不同，麥寮工業專用港是雲林縣境內唯一港埠且是民營港埠，而在狹長的花蓮

縣境海岸線上，不到五十公里的距離就有公營的花蓮港及民營的和平工業專用港。

如果以 Wilks 和 Wright (1987) 所說「政策環宇」內的行動者彼此有相同利益這

點而言，台塑公司（麥寮工業專用港）和台泥公司（和平工業專用港）等民營港埠，

雖然進出港船舶運送的原油石化與煤炭等大宗散貨並不相同，但與鄰近的台中港與

花蓮港等公營港埠相同的是，公營部門和民營部門的行動者彼此各有各的利益，也

各自互動且交換資源，以形成政策社群。然而相對來說，公營部門的港埠比較能夠

參與政策制定過程，可以在決策體系內表達反對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

的意見。此其中，潛在的重要行動者莫過於港埠所在地或鄰近的縣市政府，固然民

營港埠的設置有助於地方產業的興盛，但因民營港埠的發展勢必威脅到台中港和花

蓮港的生存發展，在參與工業專用港的轉型改制政策制定過程時，居間承啟的地方

政府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連結，未必是基於港埠資源之合理配置，港埠運載能量之

供需均衡。

如表 8「民國一○○年（二○二一年）我國港埠貨種的需求及供給對照表」所

示，根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預估，無論是貨櫃、大宗乾散貨、一般散雜貨、或是

大宗液體散貨，在距離目前仍有十八年的二○二一年，我國港埠各貨種預估運量的

需求供給嚴重失衡，特別是大宗液體散貨屆時的運量需求只有商港和工業專用港供

給能量的三成，而貨櫃的部份亦然，未來的供給能量也高於需求的運量，如果考慮

到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之後可能提供的運載能量，則屆時的供需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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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失衡。

台灣地區港埠林立，備受矚目的台北港貨櫃碼頭 BOT 案在二○○三年八月下

旬，由長榮、陽明、以及萬海等國內三大航運集團共同投資 220 億元，在台北港建

七座貨櫃碼頭，首座碼頭預計二○○八年啟用，二○一三年全數完成（張力可，

2003/08/20）。而屆時北台灣不僅有基隆港、台北港兩個貨櫃港埠，如果桃園縣觀

塘工業專用港也能夠排除萬難完工啟用，則公營、民營及 BOT 興建、經營、移轉

的三大港埠，爭食台灣地區 60% 貨源的北台灣，加上麥寮與和平兩個工業專用港

的營運發展，影響到台中港、花蓮港的生存自不在話下。此外，台塑集團計劃投資

1 兆 2 千 6 百億元，擴建觀塘工業專用港，並興建桃園國際港，而開發完成後的港

口總吞吐量將達到 1 億噸，在台灣地區僅次於高雄港（李美嬅，2003/11/28），台

灣地區最大港埠的高雄港屆時能否雄風依舊，勢必將面臨極大的考驗。

二、政策變遷分析

誠如丘昌泰（2000: 421-422）所言，政策終結的成例固然很少，但政策變遷則

幾乎是無可避免，公共政策從問題的界定、議程的設定、政策的規劃、執行乃至於

政策的評估，很少不被更改的。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所面對的政策環境是動態的，

特別是海運市場與區域港埠的競爭激烈，很多結果都是出人意表，桃園觀塘工業專

用港投資興建起起落落的決策過程就是最好的例子。

工業專用港從一九九○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允許民間業者投資興建以來，桃園

縣觀塘工業區的工業專用港也在二○○三年七月四日台電大潭電廠天然氣標案，由

中油公司以 2,982 億元的低價搶標成功後而功敗垂成（李尚華，2003/07/04）。然而

為了台電大潭電廠天然氣標案，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就已經投資 50 億元在觀塘工業

區興建天然氣接收站的東鼎液化瓦斯興業公司，主要股東包括三菱商社、伊藤忠商

社、大阪瓦斯、關西電力、統一集團、長榮集團、中華開發、以及東帝士集團，曾

經被視為最強勁的搶標團隊，但中油公司最後仍以低於其投標底價 226 億元的低價

得標，特別是在中華開發與東帝士集團負責人相繼在政商關係盤根錯節的商場上有

經濟犯罪情事之後，實收資本額 55 億元的整個投資團隊之得標優勢也不復存在。

在這場搶標的過程中，由於東鼎公司的競爭對手是中油公司，如果加上其在台

中港天然氣接收站所形成的南北管線串連後，在市場盡失之後，東鼎公司預定興建

的觀塘工業專用港也可能在主要股東不反對的情況下，公司面臨解散的命運。原先

在二○○一年五月動工，預計在六年內投資 1 千億元，並計劃興建液化天然氣進口

卸收碼頭，以及可供容納 4 千個 20 呎標準貨櫃（TEU）的貨櫃輪停泊之貨櫃碼頭

（陳中興，2001/05/26），都將一併宣告結束。

民營的工業專用港在與公營商港競爭時的相對優勢，也就是決策迅速，能夠隨

時調整營運策略以回應市場的情勢，然而觀塘工業專用港的案例基本上反映的是商

場競爭的現實。如果從商場上經濟的動機和目標來說，其性質較類似立基於物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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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政策網絡（Torgerson, 1986）。

Torgerson 認為政策社群與政策網絡具備不同的政策規劃之動機和目標，工業專

用諸港埠和國際商港諸港埠基本符合 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1993) 所提出政策社

群的定義，目前麥寮港與和平港的港灣公司是提供港勤服務專業公司的政策行動

者，兩者隸屬於台塑和台泥兩集團，與國際商港必須要按照交通部的表定費率收費

所不同的是，工業專用港免徵商港服務費，麥寮港的裝卸費用每噸貨物 28.7 元，而

和平港則依不同貨種由 5 元至 175 元不等（交通部研所、榕聲工程顧問公司，2003）。
此外，兩政策社群之間的經營型態和裝卸費率均不相同，而其內陸運輸費用、船期

密度和作業安全性亦有差異，其對於未來政策規劃目標之期盼，也因而並不相同。

其實，政府機關做為不同的政策社群，對於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政策議題所

形成之互動關係，也受到未來我國航港體制「航政歸中央，港務獨立自主管理」的

發展趨勢，以及「市（縣）港合一」政策將各港務局因地制宜，改組為具備獨立自

主特性的公法人等政策方向之影響，其彼此間的部際與府際關係已如上節所論述。

如果就政策變遷的型式來說，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議題是屬於「非線性」的

政策變遷（Peters, 1986；Lester & Stewart, 2000: 145），其性質複雜，且包含其他種

類的政策變遷。所謂工商綜合港的名稱是因應目前工業專用港的開放商用，其開放

商用後的功能與國際商港並無重大差異，但因為當初工業專用港在規劃興建之初並

未考慮到工業區外業者的運輸需求，未來開放商用之後，非工業區業者如果比照國

際商港，由屆時工商綜合港的碼頭邊直接以船邊提貨的方式進行裝卸作業，在作業

的安全性及車輛機具的調度將面臨相當大的挑戰，甚至會影響到船期航班的的安排

及調度。就此而言，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所謂工商綜合港的政策議題，是介於「分

裂型」與「統合型」之間的政策變遷，因該政策雖然型式上類似分裂成為兩個政策，

但其實際功能則無差異，但該政策也不是將過去的政策併入新的政策當中，儘管一

個新的工商綜合港名稱因而出現。

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在二○○三年八月建議政府將桃園縣觀塘工業專用港

改建成為國際商港，不僅得到桃園縣政府的支持，經濟部工業局也研商將整合桃園

縣境沿海的大園、觀音、桃園科技、觀塘、以及大潭等五個工業區成為桃園臨海工

業區，並利用區內的觀塘港進出原料及貨物（曾憲文，2003/08/21；李美嬅，

2003/11/28）。這項由政策過程中的行動者所提出的政策論述（Policy Discourse），

是本文所探討決策環境的一項重大變數。如果將政策視為一種主導社會價值權威性

配置的系統化原則與規則（林水波，2001: 322-324），政策論述在政策過程中主要

扮演的就是一種包裝政策理念，描述政策偏好，斷定因果關係，建構政策問題，提

出政策建議，乃至於闡述政策主張與推銷政策方案的功能。

由於民營港埠在政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認知也自然有所差異，特別是到

今年年底時，台塑在雲林縣的麥寮工業專用港二○○三年全年貨物吞吐量將可能超

越台中港，經濟部並希望能將麥寮工業專用港改制為工商綜合港等種種情勢的發

展，王永慶所提出政策建言是基於特殊情境而建構成政策問題的媒介，民營部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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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公營部門的觀點提出不同的論述，以建構有利於自己的政策現實（Policy
Reality）。因此，根據林水波（2001: 324-326）從批判論的角度解析政策變遷的型

式，如本文表 5 所示，本文所探討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的政策議題應

可歸類為「政策接續」。由於國際港埠經營民營化的潮流及強力的競爭，國內公營

港埠經營效率不及民營港埠，加上民間企業提出的政策建言備受政府正視，種種的

政策變遷動力都有可能迫使決策者在這些動力的催促下，解構原來的思維體系，重

新建構時勢所趨的思維，從而促使政策的變遷。

如果就本文表 4 所引述孫煒（2002）「以政策典範為導向的政策變遷模型」而

言，如果以本文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的政策議題之屬性進行歸類，則應將之歸類於

「封閉性政策接繼」。當公共政策的變遷是在同一政策典範之下進行邊際性的漸進

調整，則可稱之為政策接繼（孫煒，2002），現存政策、計畫或組織的基本政策理

念與意識型態主導支配的變遷方向與幅度都是有限的。在「提昇港埠競爭力，建設

台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的政策典範之下，過去和現在的執政黨政府雖然面對來自

公營港埠的反對意見，但是這項政策典範卻都符合前後任政府的政策理念與利益，

因而目前政府仍然會在相同的政策典範與政策網絡下，繼續從事工業專用港轉型改

制為工商綜合港的政策規劃與執行。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工業專用港的設置緣起於我國工業發展逐漸走向資本密集化、大型化、高度專

業化，以及上中下游關聯產業整合的趨勢，大型基礎產業要經常進出大宗物資及產

品，而利用現有國際商港港區內的租用碼頭，不僅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危及港區安

全，也加重內陸運輸的負荷，因此，遂有在工業區內設置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

頭的需求，使得廠商使用的原料、成品以及半成品更易於進出口，從而發展出工業

區與工業專用港同時開發，齊頭並進的型態。

工業專用港和現有國際商港的基本差異除了其設置法源、主管機關、以及管理

機關之外，兩者最大的差異實在於管理機制。目前國際商港管理機關是各港務局，

兼具棧埠經營、港務管理、航政監理於一身的經營管理體制，這和民營事業經營管

理，涉及政府公權力的監督管理權責則由工業主管機關及航政機關負責的工業專用

港有極大差異。因此，如果考慮到經濟腹地重疊且台灣地區貨源有限的基本面因

素，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或是轉型改制為國際商港的政策議題，對於地方產業發

展、港埠經營發展、乃至於主管機關運作機制各層面都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本文先行介紹我國工業專用港的設置緣由、發展現況、以及其轉型改制為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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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港的爭議焦點之後，並基於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的理論基礎進行論述，檢視這

項近年新興的公共政策議題，以下本文擬提出三項政策建議，做為未來我國工業專

用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的參考。

二、政策建議

由於我國的工業專用港是由民間企業投資興建及營運的港埠，其經營固然受到

公共部門的規範，但整體而言，基本仍是民營企業，在人事、預算、經營彈性、作

業效率等方面均較公營港埠佔有相對的競爭優勢。因此，綜合本文以上所述，筆者

謹此提出三項政策建議。

首先，建構我國總體的港埠發展政策，逐步完成航港改革，統一事權，以提昇

港埠競爭力。國內港埠依相關法令規定應由交通部的航政局負責督導，由於航政局

尚未成立，因此現有港埠的航政、監理工作係由隸屬於港務局的航政組辦理，但港

務局目前是交通事業機構，未來如果改制為公法人後，其功能將以營運為主，此外，

如果工業專用港開放商用而轉型改制成為工商綜合港或國際商港，則應由交通部統

籌管轄，納入港埠整體規劃，以有效整合有限的港埠資源。

其次，國際港埠經營、管理、以及作業自由化與民營化的發展趨勢，乃未來無

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其對於現有高雄港、台中港、基隆港、花蓮港四大國際商港的

直接衝擊，政府應及早提出因應對策，而港務局的公法人化是值得正視的政策方

案。以目前由民間企業經營管理的工業專用港之營運績效，或是甫簽約完成、將以

興建、經營、移轉的 BOT 方式營運的台北港，在在都強力威脅到現有公營的台中

港與基隆港等各大國際商港，其原因不外乎是公營港埠的費率過高以及冗員過多，

而且經營彈性受限於法令的種種限制與行政的層層節制，以致港埠競爭力無法和民

營港埠並駕齊驅。

最後，工業專用港無論是否開放商用，或是轉型改制為工商綜合港或國際商

港，長期而言，由於台灣地區各地理區位的港埠運載能量，必然會因為經濟腹地重

疊、貨源有限而供過於求，唯有爭取大陸地區的轉口貨運，才能紓解這個問題。然

而，由於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兩岸直接航運如果無法實現，則二○○三年七月正式

啟動的我國自由貿易港區政策，能否有效達成其建立台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的政策

目標，將會是攸關未來台灣地區整體港埠發展的重要關鍵。

三、研究限制

本文採用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的相關文獻，做為分析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國

際商港之理論基礎，筆者謹於提出兩點研究限制。

第一，政策變遷的過程是否能夠如同 Hall (1990; 1993) 所提出的六階段論，就

不同的政策領域或是不同的國家決策機制而言，都可能並不是直接清楚而明確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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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且從過去的理論文獻回顧中，吾人亦無從得知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到政策變

遷的時機，或是政策變遷不同階段間所耗費的歲月，而在什麼情況之下，政策變遷

的進程會及於全部的六個階段，抑或會在某特定階段就因故停滯等等問題，都是本

文難以回答的問題。

第二，傳統的政策過程研究將國家視為一個均質的整體，官僚機構也僅僅是單

純的執行工具，但政策網絡的研究途徑則是強調國家機構的異質性，每一個國家機

構都有其不同的業務性質與權力基礎，而且和不同的社會團體建立不同類型的競爭

或合作關係。因此，在不同的國家機構與社會團體的互動中，國家權威在不同的政

策部門內或部門之間，其分佈與運作的情形亦有異，「分工但不合作」的狀況時有

所見。此外，不同的政策領域，甚或不同的國家都有，其網絡參與者的多寡、網絡

的結構設計與功能發揮、乃至於權力互動關係與策略運用技巧等等，也都各自演變

出不同的類型，這對於一般理論的建構有其基本困難。

本文所探討的政策議題是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國際商港之政策，所採用的研

究途徑是運用政策網絡的概念，對於該政策所涉及中央部會之間、行政部門與立法

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乃至於國家機關與利益團體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在

在都呈現出多元政策行動者權力角力場域對於政策變遷的影響錯綜複雜。政策網絡

的研究途徑使吾人得以認知在參與者的互動之下，政策變遷的過程未必然能夠可以

被切割為截然劃分的不同階段，理性的政策制定階段性的過程固然是政治運作的面

向之一，但透過政策網絡對於政治運作的詮釋，亦得以顯現出政策變遷的過程其實

是兼具理性與權謀兩個面向。然而，本研究並未發展出原創性的分析架構，以整合

政策網絡與政策變遷的理論意涵，而本文表 7 運用部際與府際關係模型於我國港埠

政策網絡之分析，雖然在論述過程中力求兼顧本研究政策背景在政治經濟結構中的

特殊意涵，但卻仍見力有未逮之處。

此外，就政策網絡途徑的研究限制則有三點值得檢討：首先，政策網絡基於物

質利益、地域利益或專業知識而組成，但三者間在網絡內的關係難以界定。其次，

政策網絡無法解釋不同網絡類型間的變化關係，也無法清楚說明不同類型的網絡如

何透過對於政策變遷的影響，從而造成政策制訂或政策產出何種形式的改變，只能

描述網絡的變遷關係，而不能解釋網絡變遷的真正意義。最後，忽視制度與權力運

作對於政策形成的影響，雖然Rhodes是以權力依賴關係解釋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

但其所謂的權力依賴關的成就是來自於物質利益的協商與議價，並未考慮到政府機

關擁有片面強制的公權力，以貫徹其政策目標。

四、研究建議

研究架構（framework）是提供有系統的變數，這些變數有助於啟發議題探討

（Ostrom, Gardner, & Walker, 1994，第二章），但畢竟研究架構並不是理論，例如

所謂的「政策倡導聯盟」（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就是一個研究架構，並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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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理論（John, 2000），儘管政策倡導聯盟含蘊著政策變遷的理論，公共政策階段

論「模型」的運用有助於教學的啟發，但事實上則並非一種模型，更不是政治治理

的一種理論（Carlsson, 2000）。Carlsson 認為，架構應該被理解為廣義的概念化，

教學啟發提供學習、發現、以及問題解決的協助，此外，模型是變數與其結果之間

特殊關係的精確假設，而理論則是假設或命題的歸納性系統整理。

準此，Carlsson (2000) 提出所謂「機構分析發展架構」（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AD），這項廣為學界所應用、驗證的公共政策研究架構

（Sabatier, 1991b; Oakerson, 1992; Bogason, 1994; Ostrom, Gardner, & Walker, 1994a;
Ostrom, 1995; Imperial, 1999; Carlsson, 2000）。該研究架構的重點是一個特殊的行

動場域（Action Arena），例如工業專用港轉型改制為國際商港的本文研究主題，

描述這個行動場域有兩個部份（Ostrom et al., 1994b: 29-36），一是涉及參與者、立

場、行動、以及政策資訊的行動情況，另外則是敘述行動者的偏好與資訊流程能量

（Information-process Capabilities）。具體而言，行動場域有三項要素：現實世界的

特質、社群的特質以及運用中的規則（Rules-in-use），而錯綜複雜關係裡的首要問

題是確認互動的模式，行動者的活動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研究者的責任就在於應用

評估標準以評鑑政策結果（Carlsson, 2000）。

基於以上所述，筆者謹此提出三項研究建議。第一，Carlsson (2000) 在「集體

行動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 as Collective Action）一文中，提出所謂「機構

分析發展架構」（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AD），是未來

進行相關研究可以考慮採納的研究架構。這項問題取向的研究架構提供多層級分析

（Multi-level Analysis）的方法與其可能性，不同政策偏好會形成不同型態的政策網

絡，政策行動者會受制於其所屬網絡和該網絡所能夠提供的資源，而其層級則可分

為個人（Individuals）、企業行動者（Corporate Actors）、以及組織（Organizations）
等三種。

以 Smelser (1963) 為基礎的所謂集體行動理論之決定要素（determinants），則

可以分為六類，分別是內容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問題定義（Problem
Definition）、成長與一般信仰傳播（Growth and Spread of a Generalized Belief）、加

速發展因素（Precipitation Factor）、行動者之動員（Mobilization of Actors）、以及

協調與控制（Coordination and Control）。藉由這樣的設計，此種研究架構有助於確

認所應考量的變數，而且集體行動理論具備內容敏感性（Context Sensitivity），可

以評鑑不同情境下所產生的不同網絡，該理論也可以解釋個別行動者為何和如何形

成特定型態的網絡，同時還能夠解釋網絡活動和網絡績效的結果，是一項值得進行

深入探討與運用的研究架構。

第二，Skok (1995) 在「政策議題網絡與公共政策循環—公共行政的結構功能

架構」（Policy Issue Networks and the Public Policy Cycle: A Structural-Functional
Framework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文中，提出一個 4×3 矩陣的研究架構，亦

即以公共政策循環的四項功能階段—議程設定、政策形成、政策執行、以及政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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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Jones, 1970; Palumbo, 1988; Dye, 1992; Anderson, 1990, 2000），再加上 Kingdon
(1984; 1995) 修訂後的垃圾桶模式（Modified Garbage Can Model）之三項活動流程

（streams of activity）—問題設定的問題流程（Problem Stream）、政策方案發現的

政策流程（Policy Stream）、以及政治過程的政治流程（Political Stream）。

如此研究架構的設計是基於政策階段循環論的四種功能，以及非階段論的修訂

後垃圾桶決策模式之三種結構，所顯現出來政策執行研究的功能關係，有助於吾人

對於公共行政與政策在結構與功能方面更廣泛的了解，同時也是未來研究相關政策

議題時值得更進一步探討和應用的研究架構。

第三，林水波（2001: 319-340）在「政策論述與政策變遷的關聯性」一文中，

採用批判取向的研究途徑，以「建構—解構」的關係去詮釋政策變遷的意涵，並以

文本流、政治網路流、政策流、歷史系絡流、以及社會關係流能否五流合一，決定

政策論述窗開啟幅度的大小，從而形成政策變遷的接續、成長、演化、以及終結之

不同型式。此外，該架構在了解政策論述與政策變遷類型之關係時，除了靜態面外，

還釐清其動態關係，亦即分析論述的形成、互動、及競爭，論述呈現形式的文本和

社會關係的動員，在政策形成過程中諸多論述的相互競爭與主導論述的勝出、其所

立基的歷史系絡特徵、當時的政策發展需求及政策網絡的權力治理結構等一併考

量，從而得知政策變遷的論述有無形成，已形成的政策論述是否使原本政策所代表

的系統原則、規則解構，或建立了新的規則。

上述的分析架構可以解釋政策變遷相關的 What、Why、How、When、By Whom、

With What Effect 等問題，這個分析架構不會忽視行為者的能動性，得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政策方向，也不會太過強調行動者在政策形成上的主體性，從而忽略結構限制

也有其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因此，這個分析架構與前兩項的研究建議都值得應用在

相關的工業專用港政策議題，也是未來筆者在進行台塑集團計劃欲投資 1兆 2千 600
億元（許玉君，2003/11/28），擴建觀塘工業專用港為桃園國際港之後續研究時的

主要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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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Industrial Ports Transformation Policy

-- An Application of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Change Theory

Bing-Yan Lu*

Abstract

The more advanced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a country, the mor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understands and can make effective use of ports and their
facilit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operating profits. If a country can go further and link
up the sites touted as Taiwan’s “industrial ports” and transform int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orts, then besides the expected profits there will also be much greater
convenienc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aiwan’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concept of policy networks is appropriate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not identical
to the ol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where attention focused on formal power. Policy
network approach is a mixture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and offers
another alternate research method beyond market and hierarchy. Moreover, the
process of policy chang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aiwan’s industrial ports
transformation policy and thus constitutes another focal point of this article. Thre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1. What are controversial viewpoints of Taiwan’s industrial ports transformation
policy?

2. How do key players, inter-agency and inter-government, influence policymaking
of Taiwan’s industrial ports transformation policy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change?

3. What kinds of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change does Taiwan’s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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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 transformation policy belong to?

Key words:Industrial Ports, Industrial-Commercial Port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orts, Policy Networks, Policy Change


